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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司法机关的大力推动下，适用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随着大部分案件作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争议，较为典型的有强迫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辩护人分道辩护以及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被告人上诉等问题。这些争议问题的存在无疑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以便于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强迫认罪认罚的甄别
认罪认罚应遵循自愿性原则，因此，对于是否违背意愿作出的认罪认罚应予以甄别。“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要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要审查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等情况。当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意义上的强迫认罪认罚实际上已经极为少见，认罪认罚具结过程同步录音录像机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有效预防了此类强迫认罪认罚，而且即使偶有发生，也完全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依法予以处理。实践中较有争议的问题在于，有的检察官对意欲反悔或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以撤销从宽量刑建议、提出更高的量刑建议为手段促使其接受认罪认罚具结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强迫认罪认罚，存在不同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量刑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了心理强制，迫使其违背意愿接受认罪认罚具结，属于强迫认罪认罚。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宽量刑建议本来就是基于认罪认罚而给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不认罪认罚，当然应该撤销，撤销从宽后客观上会导致量刑加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也是明知的，故检察机关告知其依法不予从宽的后果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权衡继续选择认罪认罚的，是其自愿选择，不属于强迫认罪认罚。
笔者较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自由意志具有相对性，在认罪认罚的从宽或者不认罪认罚的不从宽之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选择自由，不认罪认罚的不从宽似乎没有达到压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愿，使其不得不选择认罪认罚的精神强制程度，所以尚不能构成强迫。
第二，不应给强迫认罪认罚设置过于宽泛的标准。在控辩协商机制下，过于宽泛地认定强迫认罪认罚并予以禁止，很可能会导向另一个极端，即量刑退让。因为协商机制下，合意想要达成，要么就是给对方施加压力，使得对方妥协，要么就是己方退让妥协，给对方足够好处。既然给对方施压这条路受限，那么量刑上退让妥协以换取合意就成为更容易走的一条路，这很可能会导致量刑的天平失衡。
但需要强调的是，第二种观点中检察机关告知的因不认罪认罚而不予从宽的后果应当是合理的，即大致符合类案的裁判标准，而不能是以报复性地不合理加重处罚为要挟，否则就可能构成强迫认罪认罚。此外，检察官在开展认罪认罚工作中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认罚或者反悔的情况，只需平静释明后果即可，把是否继续认罪认罚的选择权交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然后根据其选择依法予以处置。
二、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辩护人分道辩护的合理性辨析
所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辩护人的分道辩护问题，就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认罚以获取制度福利，辩护人独立行使辩护权，为其作无罪或者罪轻等辩护。对于分道辩护是否还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继续给予其从宽，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全国律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应当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据此，辩护人有独立的辩护权，其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其认罪认罚的限制，可以作无罪或者罪轻等辩护。辩护人的独立辩护不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有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而分道辩护使得程序几乎没有得以简化，妨害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目的的实现，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故不应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而且，如果分道辩护同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话，就很可能成为并非真心认罪悔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投机的一种诉讼策略。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如何取舍，关键还是在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认识，其本质究竟是一种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予以肯定的制度福利，还是一种为节约司法资源而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协商的控辩交易？如果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是一场控辩交易，控方以从宽处罚换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而实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那么分道辩护妨碍这种制度目的的实现，就有必要予以否定。基于这样的立场，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认罪认罚具结过程必须有辩护人参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人的释明和辅助下选择认罪认罚，效力及于辩护人，即禁止分道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换辩护人，新的辩护人对原认罪认罚具结有异议的，原认罪认罚具结失效，除非重新达成认罪认罚具结，否则视为没有认罪认罚。如果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本质上是一项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予以肯定的制度福利，那么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就应该适用。至于辩护人作无罪或者罪轻辩护，都不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具结的达成，不排除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释明不甚清楚，甚至无罪之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也偶有发生；也不排除有的检察官存在以不认罪认罚就提高量刑建议的方式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认罪认罚具结的现象，个别情况下甚至存在以量刑建议的大幅从宽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惜解除对意欲独立辩护的辩护人之委托，也要接受认罪认罚具结的情况。鉴于此，辩护人独立行使辩护权，即允许分道辩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被告人上诉的限制
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又提起上诉的情况，检察机关通常会以提起抗诉来实施制约，主要理由是被告人的行为违背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容，案件失去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早在2020年时就在媒体撰文指出“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法院采纳后被告人没有正当理由上诉的，检察机关原则上应当提出抗诉”。该观点在2021年又基本被吸纳进入《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认罪认罚案件中，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因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虽然该规定在以抗诉制约被告人上诉时，增设了“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因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的限制条件，但实践效果究竟如何，还是有待检验。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上诉，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具结时对释明未充分理解的原因，也有纯粹为留所服刑的“技术性上诉”。即使是“技术性上诉”，上诉理由也不可能如实书写，而是基本都以量刑过重为由，这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反悔。至于是否导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认定上更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检察机关完全可能认为被告人因反悔而不符合认罪认罚规定，原先以认罪认罚给予的从宽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如此，很可能又会逐步形成以抗诉全面制约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的局面。
笔者认为，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亦是如此，应当予以保障，而不是想方设法予以制约。通过抗诉来制约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条件上要严格把握，只有被告人的上诉实质上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目的，才能通过抗诉予以制约。这里又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目的的认识和把握问题。如果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那么被告人的上诉无疑不符合该规范目的的实现，用抗诉全面加以制约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目的主要是为了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减少社会对立面，那么就应当实质性地审查被告人的上诉是否属于不认罪悔罪、恶意对抗司法机关的表现。如果被告人的上诉确属不认罪悔罪、恶意对抗司法机关的表现，那么以抗诉对其实施制约便是合理的，其不应当再享受认罪认罚从宽的福利；但如果被告人的上诉是“技术性上诉”等情况，因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具结并未实质反悔，没有不认罪悔罪，故不应当以抗诉来对其上诉权予以制约。对于认罪认罚具结时，由于没有充分释明的原因，导致被告人提起上诉的，一般也不应认为被告人不认罪悔罪、恶意对抗司法机关，不宜以抗诉来对其上诉权予以制约，二审法院通过书面审查驳回上诉即可。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和规范目的，笔者认为，其不同于控辩交易，节约司法资源不是其主要目的，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并不降低，其主要的规范目的应是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制度性鼓励，旨在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减少社会对立面。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诚性很重要，但实践中的控辩协商却很大程度上将认罪认罚的功利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并不赞同大力推进认罪认罚的控辩协商。原则上，司法机关以及辩护人只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到充分释明即可，甚至不用事先告知从宽处罚的幅度和量刑建议，避免功利性的讨价还价，只有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认罪悔罪的态度自愿认罪认罚后，司法机关才据此给出量刑建议并说明从宽的幅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不接受，大致就可以说明其认罪认罚不是真诚认罪悔罪，而是带有功利性的，因而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目的，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考核机制上也应当松绑，不要片面强调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避免将认罪认罚从宽实质上演变为功利性的控辩交易，让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福利适用于真正的认罪悔罪者。基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和规范目的的认识，笔者倾向于支持分道辩护以及严格限制以抗诉制约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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